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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后期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但加速了商品、资本、技术和人员等要素的跨国性、

全球性流动，而且推动着人类社会向着世界经济政治关系一体化的格局演进。但是 , 全球化并不

总是单向线性地发展，从其诞生以来，全球化就是一个包含集中化与分散化两种对立趋势的矛盾

统一体。①当前，全球化就处于这样一种分化、裂解的低谷态势。这首先表现在世界经济领域，

一些国家基于地理因素、经济利益和文化相近等原因而结成“区块”，形成了以北美、欧洲和中国（或

RCEP）为核心的生产、消费和贸易领域三足鼎立格局，导致经济全球化正在“区块化”的基础

上重组，②从而呈现走弱的全球化和走强的区域化两种形态共存的局面。③分化、裂解全球化的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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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俑者是近年来掀起反全球化思潮、实施逆全球化政策的西方国家，以美国主导的俱乐部式全球

化为主要形式。④而在世界政治领域，西方以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等为联系纽带结成各种价值观

联盟。世界政治的阵营化、集团化连同经济的“区块化”一道，正全面解构着全球一体化发展态势。

本文以源自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新部落主义和部落化等概念范畴作为描述当前全球化特征与发

展态势的一个视角。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马费索利早在 1980 年代就提出了上述概念，用以描

述后现代社会中人们基于各种非理性纽带而从原子化的个体主义转向以具有某种共同体性质的新

部落主义的行动方式。大规模的、一体化的国内社会因此被解构为部落化的社会。其中，非理性

纽带包括性的、文化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具有排外性质的情感和感性纽带。之所以使用部落一

词而非社群或群组，就是为了强调部落的去个体化和对各种非理性因素的超越。⑤新部落主义社

会理论明确了后现代部落化社会的三个主要特征 ：一是社会行动主体的行动方式从原子化的个体

主义转为结成小圈子的部落主义，忠诚于部落并在部落界定的范畴内抱团取暖、一致行动 ；二是

部落的多元化分立解构了一体化的大规模社会 ；三是部落化社会的结成主要依赖于各种非理性纽

带，包括诸如文化、兴趣、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后来，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研究者发展和运用这

一理论来分析当代社会现象和国际政治。弗朗西斯·福山近年来以源自古希腊《理想国》中的“激

情”一词来理解当代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的新部落主义碎片化现象，鲜明地指出了后现代社

会人们结成族群的重要纽带是非理性的激情。⑥福山认为，不论是贵族阶层所持有的、超越为自

身谋取福利最大化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激情，还是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为追求平等承认而产生的

平等激情，都基于渴望得到社会承认、获得尊严而借助各种非理性的纽带如性认同、族裔认同、

价值观认同等结成非理性的后现代部落，进而催生出身份政治。⑦中国学者刘瑜在福山《身份政治》

导读中敏锐地指出，作为对超级全球化的文化反弹，当代社会行动主体即“自我”越来越具有“集

体”的面目，诉诸以传统之盔甲而抵御自我之流失。这一分析深刻揭示了新部落主义社会的行动

主体的嬗变。⑧ 

鉴于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的紧密联系和互动，国内社会的演化不可避免地会外溢到国际社会。

长期以来，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各领域主要是由西方国家主导和引领，因此，西方国家的社会演

化也不可避免地被复制或外溢到其他国家。当前，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呈现出部落化的演进态势，

并深刻地体现在作为当代世界主要行为体的国家的行动方式上，进而使全球化具备了新部落主义

的三个特征与发展态势。第一，近年来西方主要大国的国际行动方式从原子化的民族国家单边主

义转变为结成若干国际同盟的新部落主义，将国家间的开放、合作限缩在部落内部。第二，解构

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以世界政治经济融合发展为目标的一体化格局和发展趋势，使国际社会分裂、

转型为部落化社会，部落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竞争关系。第三，结成部落的国家主要基于泛政

治化、泛安全化的错误认知和价值观、意识形态等非理性的感性纽带，并以之为划分敌友、界定

亲疏的主要标尺。本文将基于新部落主义的后现代社会理论视角，分析近年来全球化的发展演化，

并对其内在动因及其影响进行探究和评估。

 当前全球化新部落主义转向的总体特征

1990 年代以来，以自由、平等、开放和市场化等现代化基本理念和原则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

全球化在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社会融合和一体化发展上发挥了关键作用。但近年来，如同一些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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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国内社会逐渐步入后现代发展阶段一样，国际社会也呈现了“后现代”之象，国际行为体（主

要是西方国家）的行为方式、国际社会结构及互动纽带等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进而推动全球化向

新部落主义形态演化，使之呈现出“后现代全球化”的特征（表 1）。

表 1　新部落主义后现代社会的特征

国内社会 国际社会

现代 后现代 现代 后现代

主要行为体 原子化个体 部落 单边主义国家 部落式联盟

社会纽带 理性因素 非理性因素 经济、贸易、投资 价值观、意识形态

影响和结果 一体化 部落化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新部落主义全球化

（一）民族国家行动方式从单边主义转向部落式联盟

新部落主义后现代社会的第一个特征是，社会行动的主体从原子化的个体转变为结成共同体

式的部落。因为在充满不确定、信任危机和情感缺失的社会氛围中，人们需要从满足自身认同感

的共同体中寻求归属感，一旦找到便忠诚于这一共同体。2008 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从基于经济、

贸易和投资利益等因素而追求国家间开放、合作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转向了“再国家化”的进程，

即国际行为的单边主义行为模式。这一进程发轫于奥巴马执政时期，后以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

的单边主义而变本加厉。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的程度不同的单边主义转向。但近年来，

西方国家的国际行为模式又发生调整，即从基于国家中心的单边主义转变为部落式联盟。

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重视利用盟友体系实现其战略目标，特别是借助盟友体系共同应对与中

国的战略竞争。美国一改单打独斗的单边主义行为模式，不但转而巩固传统盟友体系，而且围绕各

种新议题不断新建、扩建各种部落联盟，既包括以地缘政治和经济合作等物质性因素为纽带的制度

性联盟，也包括以价值观等非理性纽带构建的新型联盟，还重视在经济、政治、安全、科技和意识

形态领域共建所谓“问题导向”的复合“模块化体系”的联盟体系。⑨在政治领域，部落化的联盟

就是搞集团政治，即不承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奉行“基

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用美国规则取代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则，把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包装

成所谓国际秩序。按照意识形态、安全利益划线，搞对抗性很强的小圈子。⑩拜登政府抗中政策的

新“三分法”中的“协同”（align），就是强化对华战略竞争、体现集团政治的部落化联盟。

西方最具新部落主义特征的部落化结盟方式是共识性联盟。所谓共识性联盟，是指以共同价

值观（自由民主价值观）、共同地缘环境、共同战略目标等要素驱动的非正式机制。这类共识性联

盟单纯强调共同假想敌，而无约束性内容，无正式架构、常设机构或协同性军事规划，无共同应

对战略，无机制化联合行动。⑪如以“五眼联盟”为基础构筑的所谓“九眼联盟”和 SIGINT （Signals 

Intelligence） 即“十四眼联盟”等都没有成文条约支持和约束，也不设立定期会议机制，它们比

有条约、制度约束的传统联盟的灵活性更强、潜在破坏力更大、对抗性也更强。⑫在共识性联盟中，

传统的霸权国主导的垂直模式为扁平化的多节点网络化结构所代替，并呈现多重战略模糊性，即

领导国模糊（共同领导）、合作水平模糊（可随时升级）、成员身份模糊（多维身份，成员转入和退

出机制都比较灵活）。这些都具有明显的后现代部落化结构的特征。如 2021 年 3 月，在美日印澳

四国机制下成立疫苗、关键与新兴技术和气候三个工作组，而同年 9 月又新增了基础设施、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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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太空小组。四国机制的多重战略模糊特征十分明显，甚至连名称也是新闻界所取。实际上其对

自身的界定是明确的，只是以模糊性掩盖真实的对抗性、针对性而已。

当前，美国及其盟友通过各种部落化的共识性联盟、集团政治等对俄罗斯等国实施政治、安

全和国际舆论等维度的软遏制战略或弹性遏制，⑬导致全球化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各领域都

显示出了部落化态势，改变了 1990 年代以来全球融合和一体化的发展方向，加剧了当前国际体

系的分裂和对抗。

（二）从全球融合的一体化格局转向分散性的部落化结构

新部落主义社会的第二个特征是以各种形式的部落解构国内社会，使一体化的社会呈现出点

状聚集和分散性的部落化结构。⑭近年来国际社会发展也呈现出相应的特征，表现为新自由主义

全球化的融合与一体化格局日益被解构，分散性的部落化结构日益显现。

第一，建基于泛安全观之上的多元价值链和分散的区块化市场体系基本形成。冷战结束后，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体系吸纳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加入其中，资本、

技术和劳动力基于市场化原则跨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向着一体化方向推进，

形成了建基于全球范围内国际合作网络的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即包括俄罗斯、澳大利亚

等在内的资源出口板块，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制造业经济体板块，以美欧为代表的服

务经济板块，及其构建的“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为核心链条的全球贸易循环。⑮

但近年来，全球融合与一体化发展格局被打破，美西方国家基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泛安全

化非理性因素考虑，在政策和实践中日益部落化。一些国家甚至宁可牺牲经济效率也要照顾国家

安全因素。⑯西方臆想的“中国扩张”“中国威胁”等非理性顾虑导致了全球价值链体系和国际分

工体系被重构，全球贸易融通互惠格局被壁垒化，世界经济体系由单一化转向多元化、碎片化，

全球经济一体化正在转变为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十一国、《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十五国和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为代表的多边小圈子等。⑰ 2022

年以来，美国又不遗余力地推销旨在将供应链和生产设施转移到所谓其盟友体系的“友岸外包”

（Friend-shoring）。⑱凡此种种，实际上都是全球经济领域的一种泛安全化的新部落主义实践。

第二，建基于身份政治的集团对抗呈现加剧之势。后现代世界是一个碎片化的世界，在政治

领域的极端化表现就是身份政治，即人们之间的认同基准不是人类共同体，甚至也不是什么美国

人、西方人，而是特定的种族、民族、宗教、性别或性取向等一系列基于认同的身份。⑲

一是反全球化、反区域一体化的身份政治直接解构着全球一体化。如同美国国内政治中政党

和政客放弃理性逻辑而诉诸迎合选民的情绪、情感，使后者从“我们可能是谁”与“我们可能成

为谁”两者中进行无奈选择一样，在国际政治中，作为经济全球化最大受益者的美国将自己塑造

为受害者的形象，炒作全球化赢家和输家的身份对立。欧洲个别国家也自我描述为全球化的失败

者，尤以英国脱欧和右翼势力反全球化思潮兴起为代表。他们把在国际竞争中的“失利”的账，

对内算在了区域一体化头上而疑欧、退欧，对外算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搞“不公平竞争”上。⑳ 

客观而言，欧洲地区的一体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欧洲地区的全球化，而英国脱欧和法、意等国极

右翼势力的崛起都对欧洲一体化产生了严重的解构作用。更有甚者，美欧在国际上结成“受害者

联盟”，发起一种基于国际身份的“新冷战”，解构全球一体化发展格局。

二是以民主和威权为标尺的身份政治加深了国际社会裂痕。美国将其与中国在价值观上的分歧

描述为所谓“民主与威权”的竞争。欧洲在内部有复杂的新老欧洲有关民主与非民主的对立 ；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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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也基于民主阵营和非民主阵营的身份营垒而恶化了与俄罗斯的关系。德国在冷战期间都未曾中断

从苏联的能源采购，但俄乌冲突后德国在对俄制裁和脱钩问题上十分决绝。如 2022 年 8 月 1 日停

止进口俄罗斯煤炭，北溪管道被炸以后停止进口俄罗斯天然气，2023 年 1 月 1 日起停止进口俄罗斯

石油。在对华关系上，欧洲基于意识形态因素无限期搁置来之不易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等。

第三，建基于共同价值观之上的“小院高墙”式技术联盟分裂全球科技合作格局。在科技领

域，美国以“小院高墙”方式分裂全球科技合作，打造部落化的技术联盟、产业联盟。“小院高

墙”是由美国智库“新美国”（New America）的高级研究员萨姆·萨克斯（Samm Sacks）在 2018

年率先提出的一项针对中国的科技竞争手段。“小院”指的是由美国政府在高科技竞争领域确定

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核心技术 ；“高墙”指的是由美国政府划定适当的边界，以保护其核心技

术。某些技术一旦划定在“小院”范畴内，政府就大力度封锁以阻止其向中国转让。谷歌公司前

任 CEO 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 领导的智库“中国战略组”（CSG）向政府提交《非对称竞争 ：

应对中国科技竞争的战略》（Asymmetric Competition: A Strategy for China & Technology）报告，从

卡脖子（choke point）技术、竞争护城河（competitive moats）、战争安全风险和增速技术等四个方

面为美国决策层界定核心关键技术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美国政府据此构筑起国际技术壁垒 ：从

5G 通信领域的技术合作切入，到与盟友共同制定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规则 ；从在量子技术领域

与盟国一道率先布局，到与欧盟在环保领域建立跨大西洋绿色技术联盟，㉑“小院高墙”作为美

国政府对中国在科技领域进行精准打击的所谓“分岔”（bifurcation）战略，为美国在科技领域与

中国进行选择性脱钩发挥了顶层设计的作用。

（三）从基于理性的物质性因素合作转向非理性纽带驱动的部落化

部落化社会的第三个突出特征是结成部落的社会纽带是以非理性的感性因素为主，㉒而理性

的物质性因素则显得不如传统那么重要。国际社会近年兴起的部落化发展趋势也主要以安全、价

值观和意识形态等非理性因素统摄，而传统的经济合作、贸易联系和投资关系在全球化中的影响

式微。各种泛政治化、泛安全化政治操作盛行，毒化了国家间互动的理性氛围。 

1. 从安全到泛安全化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重要性就已经不断提升，许多

国家都坚持综合安全观。如前所述，近年来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的分化重构主要不是基于

市场规律形成的，而是由一些国家基于安全考虑而推动的。西方国家结成各种产业联盟、情报联

盟并巩固传统盟友体系的行为，从表面上看是理性国家在国家无政府状态下的自助行为，但在客

观上却起到解构全球一体格局的效应。现实主义视域下的安全问题本来就是所有国家的核心关切，

那么“安全”何以成为国际社会非理性的部落结合纽带呢？

如果将近年来西方发起的重塑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等行为置于全球视野和世界历史的

宏观背景下考察就会发现，这些寻求安全的所谓理性国家自助行为其实是非理性的泛安全化行为，

其追求的安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理性安全，而是在“修昔底德陷阱”论推动下陷入泛安全认知误

区的一种非安全领域里的安全化行为或安全领域里的过度安全化行为。一些西方国家将诸多原本

不属于国家安全范畴的事务生拉硬拽进安全议程，贴上安全标签 ；亦不做明确的威胁识别通报，

只用模糊或者对立的语言夸大安全的威胁并用安全思维去理解和处置。㉓西方国家已经从新自由

主义全球化的开放性、市场化、自由贸易、一体化等基本原则和信仰倒退，从根本上动摇了和平

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将全球化推向了安全全球化，并存在进一步向全球安全困境坍缩的迹象。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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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舆论上，他们似乎故意犯了杰维斯笔下的那种国际政治的错误知觉而显得歇斯底里，在本该团

结的时候分裂，在本该合作的时候对抗，实质上是假借安全之名行部落化之实，借机报团取暖、

维护西方中心、美国中心和世界霸权。

泛安全化政策与实践在决策者和民众中会逐渐塑造追求所谓绝对安全和无节制扩充安全议题

的倾向，加重对所谓相对不安全的敏感性意识，并导致国家内部政治的保守化和对外关系的封闭

性。如果无法长期实现绝对安全的目标，国家就会强化朋友和敌人的身份界定，造成过度的安全

恐慌和趋势性误判，㉕习惯性地采取部落化的结盟途径实现目标，造成全球化进一步分裂。

2. 从政治到泛政治化  

泛政治化是一种非理性的政治言行，是指把非政治领域的言行牵扯到政治领域，把不是政治

的问题提到政治的层次对待，以致干扰正常政治议程，影响问题的解决。泛政治化现象是近年来

现代社会向后现代转型中的普遍现象，如美国国内许多社会议题往往涉及政治正确、新冠疫情防

控的各种措施从科学问题变成政治问题等。

在国际政治领域，非理性的泛政治化行为也日渐“武器化”。首先是经济问题政治化，最典

型的就是美国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的国内失业、社会不平等问题归咎于中国的不当竞争。如

美国谷歌公司只是在中国设立了一个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就被美国军方认定是帮助中国军方削弱

美国军队科技优势 ；来自中国华为的 5G 技术被过度政治化操弄等。其次是社会问题的政治化。

如在新冠疫情问题上，美国长期对中国进行污名化。

泛政治化无疑加速了全球一体化格局的瓦解，推动国际社会进入“后真相”时代，催生国际

政治的“同温层效应”。㉖凡事政治立场先行，真相如何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政治话语如何包装 ；

敌友界定不再是理性评估的结果，而是源自振臂一呼激情追随的冲动。对自我与他者的界定简单

二分，只选择生活于舒适的同温层，只选择与自己观念相近的信息，而排斥立场相反的信息，不

能做到理性权衡。当一个社会失去对基本价值和社会秩序的基本共识后，人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立

场有选择地相信事实。㉗而当泛政治化行为损害了各类国际行为体对权威，特别是提供世界稳定

性的霸权国美国的信任时，也就必然导致国际社会共识的失落。

3. 从价值观到价值观外交

价值观是社会成员基于自身的认知来评价行为、事物以及做出选择的一种尺度。价值观作为

一种非物质的主观因素，受其植根的文化、宗教以及性取向等后现代因素影响而不可避免地成

为一种典型的非理性因素。美国政治学者英格尔哈特认为，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由于经历了经

济发展与物质繁荣，因而从重生存（survival value）的物质主义价值观逐渐转向重自我表达（self-

expression）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进而引发高度的被承认诉求，最终导致身份政治等社会困境。㉘ 

因此，价值观是人们据以结成后现代社会部落的重要纽带。

国家的价值观是指国家持有的对世界基本问题如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和市场经济等的基

本认知、评价和态度。国家的价值观和以意识形态驱动的价值观外交是当前全球化新部落主义转

向驱动力的非理性纽带的重要一环。国家以价值观界定利益，以价值观和规范作为外交决策出发

点和外交行为准则，而不以现实的物质性国家利益为基础性驱动力进行外交活动。㉙当前国际社

会所普遍诟病的西方奉行的所谓价值观外交，是一种带有意识形态偏狭、以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为

标尺将其他国家定位为体系竞争对手或异类，实施明显的双重标准和带有进攻性的外交方式。美

国以世界的“民主灯塔”自居，赋予自己评判民主合法性的权力，把不加入美国主导的所谓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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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秩序的集团和国家归为异类。拜登政府倾向于塑造一个基于西式价值观的同盟体系，构建小

团体式伪多边主义。价值观同盟强调意识形态的对立，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和对抗性，奉少数国家

构成的小团体所制定的规则至上而否定国际普遍认可的秩序与规范。㉚日本将与自己价值观相同

的国家视作“善”，将与自己有不同价值观的国家视为“恶”，事先在与具有不同价值观的国家所

进行的外交中设置先入为主的障碍。如提出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的“自由民主之弧”和“亚洲

民主安全之钻”等，凸显与中、俄、朝鲜等国的异质性和与美欧印澳等国的同质性，在亚太地区

塑造对抗性的价值观联盟。七国集团、北约、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等都在其宗旨和各种宣言中强调

所谓民主、价值观的同质性，以此与中、俄等国家分立。

当前的价值观外交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价值观外交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区别。联系在于，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价值观外交从属于物质性因素决定的现实主义外交，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起到形塑一国外交形态的作用，但并不能起到决定作用，建构国家关系性质的主要外交变量仍是

理性因素，如经济利益等。而当前的价值观外交则是在形塑国家关系中能够发挥独立作用甚至是

主导作用的非理性因素。其蕴含的强烈的意识形态对抗性推动着西方国家拉帮结派、建构精神层

面的敌友关系，人为地划分出国际社会的部落化阵营。除了体现在国家间关系中，价值观联盟也

可在跨国的社会间形成。俄罗斯就运用保守主义理念，通过文化、宗教、种族、身份政治等工具

和广泛的文化谱系推动的价值观外交成功建构起一种跨国的社会性部落——以“虚拟的文化的疆

界”在欧美内部寻找到同情者和同路人，如法国的极右翼势力。㉛

全球化新部落主义转向的三重动因

从根本上说，全球化的新部落主义转向是源于近年来国际力量格局的重大变革，以及由此引

发的西方国家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念和战略的调整。在西方战略思维中，如果继续按照全球融

合与一体化发展的既有路径推进全球化的话，全球化可能向对其更加不利的方向演进。基于这一

战略思维，西方通过非理性纽带结成排外性、竞争性的部落化联盟以增强自救能力，并冀图以此

维持在世界中的主导地位。

（一）西方为解决经济结构内在矛盾所做出的战略调整是全球化新部落主义转向的直

接动因

现代世界经济体系始终存在着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主权国家与世界市场两对基

本矛盾。当现代世界经济体系演进到经济全球化阶段之后，这两对矛盾便随着全球化推进而变得

不可调和。当代世界最重要的特征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发生分离，资本主义的政

治秩序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张力。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按照全球化的轨迹运

行，但资本主义的政治秩序却阻挠全球性的资本、资源配置，进而阻碍全球化进程。从理论上看，

第一对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几乎是西方现代政治经济体制所无法克服的。而对于第

二对矛盾，通过对近年相关国家参与全球化政策与实践的考察可以发现，西方力图通过政策调整

解决资本主义政治秩序与经济秩序的内在张力。

一方面，启动国家“再工业化”进程，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迁回国内，

使资本回流，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本主义政治秩序对经济秩序的控制力。从奥巴马政府 2010 年《制

造业促进法案》（United States Manufacturing Enhancement Act of 20）开启美国的“再工厂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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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拜登政府提出的“建设有韧性的供应链，复兴美国制造业”方案，都是着眼于确保供

应链不受或少受自然或人为因素的影响，实施多元化布局，避免对一个国家太过依赖。㉜欧盟提

出的战略自主、再工业化和日本模仿美国进行再工业化也都是着眼于解决这一矛盾。㉝而且，在

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层出不穷和新冠疫情影响叠加之际，产业链、价值链因遭遇风险

而中断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国家产业的脆弱性经由全球化而放大，价值链在全球延伸的长短与其

脆弱性基本呈现正比例关系。打造供应链主权、追求所谓国家安全成为西方国家在后疫情时代重

构产业链的基本逻辑。

另一方面，西方在其主导的区域和领域内加快推进有限度的国际开放与合作，使资本主义的

政治秩序尽量适应其经济秩序的扩张性诉求。由此，西方不断构建各领域区块化的供应链和俱乐

部式的全球化模式，如四方芯片联盟、各种产业联盟和科技领域的“小院高墙”等，无形中加剧

了全球化向部落化的转型。从部落内看，完全的开放合作仍然存在，只是转型为限定在特定国际

行为主体范围内。部落内某一领域的价值链仍是依市场原则构建，对内维持在较高的分工合作水

平，相互依赖程度还在继续加深，并基于一套通行于内部的共享规则、制度和规范运行。四方芯

片联盟虽将中国排除在国际芯片产业链之外，但四方内部却可以在遵守联盟协议的基础上享受美

国法案的补贴优惠，而且四方协商制定的共享游戏规则清晰界定了相互间的分工合作机制。旨在

围堵中国的印太经济框架主要着眼于贸易、数字经济、去碳化和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去中国化”，

而在其内部实施协商一致的排他性规则。这些措施缩小了资本流动的区域，缩短了供应链长度，

增强了政治秩序对经济秩序的适应力，但由于其对外的封闭性，在总体上还是制约了资本的全球

性流动和国际贸易全球发展诉求，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的区块化、碎片

化，造成世界经济体系的分裂和解构。

（二）全球化新部落主义转向是世界百年变局下西方为维持霸权地位而重构全球化的

结果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以中国为核心的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建基于西方主导的国际格局

之上的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日渐式微。西方国家将其归因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并力图通过调

整全球化发展方向来维护传统的国际秩序。

在西方主导全球化的进程中，国际行为体经过长期的互动与磨合，从政治到经济等各领域共建

了一套全球共享的规范体系。这套规范不仅维护了国际体系的稳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各行

为体行为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长期以来，美国无疑是国际规范体系公共产品的重要提供者。然而，

这种情形近年来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后，新自由主义思想、理论的弊端日益显

露，国际社会普遍开始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其结果是反建制、反特权的民粹主义，反全球化的经

济民族主义和以保护主义、排外主义、种族主义等糅成的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最终将新自由主

义赶下神坛。西方世界的政治光谱亦随之转向，从而催生了普遍的反全球化运动。另一方面，随着

国际格局的变迁，以中国为核心的新兴经济体也开始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央，动摇了西方在全球化中

的主导地位。美国在意愿和能力上都无力继续充当世界稳定器，亦需打造符合其利益、支撑其霸权

的全球化新模式。在这一背景下，西方便开始解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调整全球化模式。其基本逻

辑就是通过全球化的部落化转型，把中国等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锁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底

端，而其自身则稳居顶端。因此，从根本上说，全球化的新部落主义转向是西方为维护自身价值理念、

制度和文化霸权而采取的策略手段。



38     总第四O五期

（三）非理性政治思潮的兴起为全球化的新部落主义转向提供了理念基础和纽带

在西方积极寻求全球化新模式以图自救的过程中，近年来非理性思潮的兴起和蔓延客观上为

全球化新部落主义转向提供了理念基础和纽带。

一是民粹主义为全球化转向提供了泛政治化的纽带。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极右群体（爱国

者民兵、自发边界纠察队、白人至上论者）和全球化利益分配的失利者（中产阶级、蓝领工人、

红脖子）所鼓吹的民粹主义，对内具有阶级性，反对超级阶级和大金融资本阶层独享财富 ；对外

具有民族性，激烈反对全球化，以极端政策实施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㉞这一群体

并未认真反思新自由主义的弊端，从根本上改革金融资本恶性膨胀、缺乏有效监管而造成的结构

性矛盾，反而放大经济全球化负面效应，将贫富分化等问题都归因于全球化，从而造成经济问题

政治化，为全球化转向提供了泛政治化的工具。

二是新民族主义的兴起为全球化转向提供了泛安全化的纽带。新民族主义丢弃了传统民族主

义的核心价值原则和文明社会的基本礼仪，将内蕴于民族主义的某些危险甚至疯狂的本质因素在

新的时代发展到极端，㉟催生本国第一、美国优先等极端狂妄心理。对外则强化地缘政治、权力竞争，

实行反移民、反难民的排外主义。把国家间正常的经济、科技合作关系打上国家安全的烙印，把

整个世界拖入泛安全化的泥淖。

三是新部落主义及由其引发的身份政治为全球化转向提供了价值观纽带。本土主义的身份政

治、“红脖子”身份等美国的复数性造成多元主义走向极端化而撕裂国内社会，西方政治社会氛

围从自由、开放、包容逆转为孤立、保守、排他，走向保守、分裂、对立和极化。这种思潮外溢

至国际社会，便是以所谓共享价值观结成价值观联盟对各国划界，推行价值观外交，分裂国际社

会，以竞争取代合作、以分治取代共治。如拜登政府执政后，重拾被奥巴马政府一度“冷落”的

民主国家联盟构想，并将其提升至战略高度，以其所定义的“民主制度”划分世界国家阵营，组

建所谓的“民主国家联盟”（ Coalition of Democracies），召开全球“民主峰会”。美国的做法也得

到英国等西方盟友的积极呼应，2020 年英国约翰逊政府曾提议由七国集团成员国以及澳大利亚、

印度和韩国十个国家组成“民主十国联盟”，丹麦 2021 年也曾举办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可见，

新部落主义及由其引发的身份政治为新部落主义全球化提供了价值观工具。

全球化新部落主义转向的影响及走向

全球化是近代以来推动世界融合一体发展的基本动力，特别是 1990 年代后，伴随着冷战结

束和新自由主义兴起，全球化不仅进一步深化了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而且成为重

构世界政治结构和国际政治秩序的基本因素。但近年来的全球化发展性状则表明，全球化发展特

征及态势已经发生新的变化，这必然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结构造成重大影响。

（一）全球化新部落主义转向固化国际社会分裂和大国竞争格局，倒逼世界多极化进程 

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的重塑、多元鼎立的经济区块和平行市场以及碎片化的区域治理

和全球治理等既是全球化新部落主义转向的特征，也是固化当前大国竞争格局的反推力，并最终

倒逼世界多极化进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普遍预测，在未来的“关键十年”，中、

美（东与西）力量对比的天平很可能倾向中国一边 ；西方发达国家集团和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

家之间（南与北）的力量对比天平也很可能向南方国家倾斜 ；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区块的活力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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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大于欧洲和北美板块。按此路径演进，以中国为核心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会在竞争

中取得与其他区块更加平衡的实力，国际社会由此进入一种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家所憧憬的“均势”。

但从现实分析，作为“均势”格局中快速崛起的一方，无论中国、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还是其他发

展中国家都不存有通过经济恶性竞争、地缘政治扩张和意识形态输出等方式争夺、建立世界霸权

的意图。新兴国家的崛起只会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确定性。因此，“关键十年”过后，随着

世界力量对比格局继续深入演化，新的世界格局会被倒逼出来，即欧美不但可能丧失全球化的主

导地位，甚至可能丧失在世界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世界也由此进入东西方相对均势的多极化格局。

（二）全球化呈现出地区转向，加速区域一体化和融合进程

在当前全球化的新部落主义转向过程中，除了各种非理性的联盟的结成，区域一体化和各种

形式的地区融合也是部落存在的重要形式。虽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通过建立世界市场、推动生产

要素跨越国界自由流动，进而形成全球相互依存、关系深度互嵌的一体化格局，但新自由主义思

潮倡导的无节制的市场模式却是导致社会贫富分化乃至世界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㊱那么，

在全球化新部落主义转向的背景下，那些致力于实现民族复兴、经济发展的国家应如何保持对外

开放、合作并以此实现其国家战略目标呢？在新部落主义全球化的现实面前，他们的理性选择是

在尽可能大的区域范围内重构产业链、价值链和分工体系，重组最大化市场。无疑，区域一体化

和地区融合将成为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无可规避的选项。因此，既有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如欧盟、

东盟等，其区域一体化机制将得到加强和重视。亚洲开发银行 2023 年 2 月发布的《亚洲经济一

体化报告》显示，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冲击，但近两年亚洲地区一体化进程依然在稳步推进，展现

出巨大的韧性。㊲ CPTPP 和 RCEP 等新的国际合作机制也受到更多重视，诸如金砖国家、上合组

织、RCEP 等国际机制的参与国都利用地理区位的毗邻、交通的便利及既有的融合基础而实现扩容、

赋能，最终推动区域一体化向更广、更深的方向推进。从这一意义上说，新部落主义推动了全球

化的地区化转向，区域一体化是全球化转向过程中的重要表现形态。

（三）从阈限期到阈限后——全球化的未来走向

尽管当前世界正从开放合作融合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高峰转向新部落主义范式的低谷，但这

并未从根本上背离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规律。受不同时期各种因素的影响，全球化必定经历高峰低

谷的进程，当前全球化所呈现的新部落主义形态正表明了全球化发展的多样性和曲折性。正如美

国学者罗兰·罗伯森指出的，全球化本身会产生许多变异而具有多样性，多样性是全球化的基本

向度。㊳因此，他针对新自由主义一元主义的全球化模式而提出了全球地方化的概念。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西方国家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他们鼓吹西方本位的全球主义，

推进自由贸易和投资。但近年西方国家的政策与实践表明，他们已从全球主义后退至保守的新部

落主义，抛弃了自己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时期曾怀有较强本土意识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突破民族主义藩篱，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依然寄托于全球化实现发展。金砖国家集团近年来以开放包容理念打造全球化新模式，不断以“金

砖 +”的形式扩大开放合作，努力推动全球化转型发展就是明证。㊴另外，中国 2021 年 9 月提出

的坚持以发展优先、普惠包容等内容的“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

吸引六十多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新兴国家、发展中国提出的倡议与实践表明，

全球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难以逆转。

由此可见，全球化的新部落主义低谷并非全球化的颠覆和逆转，而是新老模式全球化相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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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限期，㊵注定是新型全球化诞生前夜的阵痛期。在这一阶段，全球化原有的结构和秩序被重新

审视和优化而经历一种反结构的转化。西方旨在挽救自身颓势而推进全球化老模式的转型，新兴

国家也追求更有效率、更加公平的新模式。二者殊途同归，一道加速全球化的转型。同时，鉴于

世界各国业已存在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紧密互嵌，虽然世界各区块、部落之间竞争、博弈激烈，

但彼此之间根本无法完全隔绝和分离，这就是当前全球化“分而不裂”的真实写照。因此，在未

来一段时期，全球化将进入阈限后阶段，即从当前全球化的新部落主义形态进入发生了结构性变

革的、由新兴国家主导和引领的新型超级全球化，全球化的内涵、模式、指导理念等都将得以重构。

这种重构的全球化一定是既满足生产要素全球自由流动和人类物质生活的理性逻辑，也充分具备

包容、普遍和公平、正义的人文关怀，实现传统理性与现代价值的融合。

结语

全球化到底向何处去？我们又该怎么办？这是世界各国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也是学术界需

要做出回答的理论问题。当前，西方为摆脱全球化“失败者”身份而自救，趋向于以部落化结盟

方式抱团取暖，解构开放、合作的一体化格局，重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最终

导致各领域全球化出现更深层次的碎片化，前所未有地破坏了将各国紧密联结起来的全球化各构

成要素。同时，基于大国竞争、地缘竞争冷战思维和修昔底德陷阱误区，诉诸非理性的联系纽带

建构价值观同盟和意识形态体系分裂国际社会，形塑对抗性国际关系。这些因素都将全球化推向

一种后现代性的部落化发展态势。

当前西方国家日益强化的泛安全化、泛政治化操作，本质上是以所谓部落化的多边主义为名，

行单边主义之实 ；借维护国际秩序之名，行解构全球一体化之实。如美国表面上借助结盟、扩盟

和固盟行为在新的部落化共同体中协调经济贸易、安全、科技政策，实际上却是将贸易问题“武

器化”、高科技领域合作“武器化”，拉拢盟国强行阻挡全球化进程。因此，所谓的价值观同盟、

共识性联盟不过是一些国家一味谋求私利、扩大化的“本国优先”策略而已。

虽然当前全球化受挫，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良性运

行受到挑战，全球一体化格局被解构并陷于动荡和分裂，但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和全球视野的

广阔视角之下来看，新部落主义形态的全球化只不过是全球化多样性的一个侧面和向度，并非

全球化的颠覆和逆转。经历了一段新老全球化模式相交的阈限期之后，全球化又将转向新的发

展模式。

注释 ：

① 俞可平 ：《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4 年第 1 期。

② 参见鞠建东等 ：《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三足鼎立”格

局分析》，《经济学报》2020 年第 4 期 ；钱乘旦 ：《全球化、

反全球化和“区块化”》，《当代中国与世界》2021 年第 1 期 ；

余淼杰、蒋海威 ：《RCEP 到 CPTPP ：差异、挑战及对策》，

《国际经济评论》2021 年第 2 期 ；张蕴岭 ：《关于国际区

域治理的思考（四）》，《世界知识》2022 年第 8 期。

③ 王栋、黄宁 ：《论百年变局下全球化与区域化的新发展

趋势》，《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 年第 4 期。

④ 赵明昊 ：《动荡世界的“危机时刻”——全球政治形势》，

载《冲突与动荡 ：复旦国际战略报告 2022》，第 5 页。

⑤米歇尔·马费索利 ：《部落时代——个体主义在后现代

社会的衰落》，许轶冰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年，

“中文版序言”第 2 页，“法文版序言”第 3 页，第 98 页 ；

王赟 ：《“群体沉醉”与“小确幸”：后现代社会就在我们

身边——米歇尔·玛菲索利教授访谈录》，《探索与争鸣》

2020 年第 3 期。

⑥ Francis Fukuyama, “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特　　稿   二 O 二三年  第七期

41Jul.   2023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vol. 

97, no. 5, 2018.

⑦⑧ 弗朗西斯·福山 ：《身份政治 ：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

刘芳译，北京 ：中译出版社，2021，第 24 页，导读第 v 页。

⑨ 刘国柱 ：《复合型模块化联盟 ：拜登政府应对大国竞争

的联盟战略》，《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2 期。

⑩ 参见贾平凡 ：《美国用“集团政治”撕裂世界》，《人民

日报》（海外版）2021 年 12 月 4 日，第 6 版 ；杨鲁慧 ：《超

越同盟政治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

年 8 月 11 日，第 3 版。

⑪ 张家栋、王祥宇 ：《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的实质、由来和

发展趋势》，《国际观察》2022 年第 4 期。

⑫ Signals intelligence，https://www.asd.gov.au/about/

history/decoded/215-sigint; https://www.techtarget.com/

whatis/definition/SIGINT-signals-intelligence.

⑬ 李庆四、魏琢艺 ：《拜登政府对华的“弹性遏制战略”》，

《现代国际关系》2021 年第 5 期 ；张文宗、王靖元 ：《美

国对中俄实施“双遏制”战略的变化及启示》，《和平与发

展》2022 年第 4 期。

⑭㉒ 米歇尔·马费索利 ：《部落时代——个体主义在后现

代社会的衰落》，第 103 页，“法文第三版序”第 14、98 页。

⑮ 鞠建东等 ：《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三足鼎立”格局分

析》，《经济学报》2020 年第 4 期。

⑯㉔ 冯维江 ：《安全全球化的经济逻辑 ：以全球安全困境

为例》，《国际安全研究》2023 年第 1 期。

⑰ 曹远征 ：《去全球化？新全球化？世界产业重构背景

下，中国经济的“危”与“机”》，中国日报网，2013

年 1 月 12 日，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301/12/

WS63bfa259a3102ada8b22aded.html。

⑱ 美国要建的 " 友岸外包 " 供应链科学吗 ? 日经中文

网，https://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economic-poli

cy/49087-2022-07-14-05-00-00.html?start=0。

⑲ 约翰·福瑞 ：《美国的后现代政治》，高千译，《国外理

论动态》2015 年第 2 期。

⑳ 崔洪建 ：《全球化与一体化对欧洲不平等问题的影响》，

《世界政治研究》2021 年第 1 期。

㉑ 凌胜利、雒景瑜 ：《拜登政府的“技术联盟”：动因、

内容与挑战》，《国际论坛》2021 年第 6 期。

㉓ 郭锐、陈馨 ：《“泛安全化”倾向与东亚军备安全风险》，

《国际安全研究》2018 年第 5 期 ；江涌、朱卫年 ：《美国“泛

安全”问题探析》，《经济导刊》2021 年第 3 期 ；蔡亮 ：《“泛

安全化”视域下日本对华政策研究》，《日本学刊》2022

年第 6 期。

㉕ 张超、吴白乙 ：《“泛安全化陷阱”及其跨越》，《国际展望》

2022 年第 2 期。

㉖ 《牛津英语词典》将后真相定义为“诉诸情感及个人信

念，较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况”。同温层本来

是一个气象学名词，主要是指在平流层温度最低、变化最

少的一个区域。现在同温层被形容为一种效应，主要是指

人类在生活或者网络世界中，信息的流动与同温层大气非

常相似，人们只愿意接受与自己立场相近的观点，对其他

视而不见，彼此间的对话变得愈加困难。

㉗ 汪行福 ：《“后真相”本质上是后共识》，《探索与争鸣》

2017 年第 4 期。

㉘ 李艳霞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现实观照与理论旨

趣》，《人民论坛》2020 年第 4 期。

㉙ 熊炜、 姜昊 ：《“价值观外交”：德国新政府的外交基

轴？》，《国际问题研究》2022 年第 1 期。

㉚ 叶成城、王浩 ：《拜登政府价值观联盟战略初探》，《现

代国际关系》2021 年第 9 期。

㉛ 冯玉军、文龙杰 ：《俄罗斯保守主义价值观外交评析》，

《国际论坛》2023 年第 1 期。

㉜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 Announces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Task Force to Address Short-Term Supply Chain 

Discontinuities，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

statements-releases/2021/06/08/fact-sheet-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announces-supply-chain-disruptions-task-

force-to-address-short-term-supply-chain-discontinuities/.

㉝ 孙丽 ：《日本的“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政策研究》，

《日本学刊》2018 年第 6 期。

㉞ Evan Osnos, “Wildl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s Fur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September 14, 2021.

㉟ 周少青 ：《21 世纪“新民族主义”：缘起、特点及趋势》，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5 期。

㊱ 刘玉安 ：《西方社会贫富分化现象透视》，《人民论坛·学

术前沿》2022 年第 24 期。

㊲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Report 2023, p.5.

㊳ 罗兰·罗伯森 ：《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上

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44 页。

㊴ 徐秀军 ：《金砖国家合作 ：推动经济全球化持续前行》，

《世界知识》2022 年第 14 期。

㊵ 阈限原是文化人类学中的一个概念，后广泛应用于人

文社会科学领域。它是指一种社会文化结构向待建立的社

会文化结构过渡间的模棱两可的状态或过程。阈限的时空

具有模糊性、开放性、非决定性和暂时性的特征，并且具

有在不同结构性状态之间转换的功能。

编辑　杜运泉




